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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媒體理論：媒體偏見的主觀感知研究

周樹華
閆　岩

摘要

敵意媒體效應是指觀點對立的雙方都主觀地認為均衡的媒體報導

於己不利。本文詳細檢驗了敵意媒體理論的產生、發展及其向相對敵

意媒體理論的衍生。本文同時綜合性地檢視了敵意媒體理論的影響

因素，包括受眾對事件或議題的涉入程度和涉入類型、媒體的既有立

場、信息來源和媒體到達度。本文着意討論了敵意媒體效應的解釋機

制，包括選擇性記憶、選擇性歸類、評判新聞的不同標準、鋪墊理論

和社會身份理論。最後，文章回顧了敵意媒體效應提出以來在細化、

縱深化和延伸化等方面的發展，並為該理論在華語傳媒語境下的研究

提出建議。敵意媒體效應的研究固然不能消除媒體偏見，卻可為傳播

實踐者的策略制定提供參考，亦能啟發社會大眾對自身認知偏見之了

解。希望此綜述可為敵意媒體理論的研究提供綜合性的框架，以利於

後續研究有據可依，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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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stile media” describes a perceptual fallacy in which objective, balanced 

news reports are perceived to be biased towards partisan interests. This topic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research efforts in recent decades. The current 

synthesis trac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including recent 

thinking in “relative hostile media” as well as other multi-faceted research into 

its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involvement and its 

categorization, perceived media bia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reach.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auses of hostile media are also discussed, including 

selective memory, selective categorization, discrepancy in judgment standards, 

priming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 article further suggests research 

to tease out, broaden, and expand hostile media research in order to advance 

understanding and theorization of this perceiv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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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日常話語中，一談及「媒體偏見」，人們大多會不由自主的想到

媒體自身的報導偏向，認為大眾媒體將自身立場加諸於客觀事實之

上，為廣大受眾描繪出被媒體的有色眼鏡所過濾的「媒體事實」。然

而，傳播學視野中的媒體偏見不僅包含媒體自身的客觀偏向，還包括

受眾對於媒體的感受和認知。眾多社會科學研究結果表明，不論在個

體層面還是群體層面，人們都遠非客觀理智的「理性人」。相反，其對

事物的感知都受到個人認知結構乃至情感判斷的影響，如同自己攜帶

了一副有色眼鏡一般。人們對媒體的判斷和感知亦同此理，導致了「個

人感知的媒體偏見」─這就是「敵意媒體效應」(Hostile Media Effect)

及其相關研究所集中關注的問題。

敵意媒體研究可以視作媒體偏見研究的一個分支。一方面，人們

通常認為，即使竭盡全力追求新聞之客觀公正，新聞報導總是不可避

免的帶有偏見，因為新聞記者的個人價值觀 (Goldberg, 2001; Kuypers, 

2002)，新聞機構的新聞生產方式和組織機構原則 (lang & lang, 1984; 

Epstein, 2000)，媒體背後的商業力量 (Parenti, 1992)，新聞人物的隱性

操控 (Black, 1982)等等，都是客觀偏見的成因所在。另一方面，受眾對

新聞報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觀感知上的偏見。如果說客觀的偏見來

自媒體製作過程，主觀的偏見則來自受眾本身。後者便是敵意媒體效

應的研究範疇。

敵意媒體理論認為，對某個事件和議題持相反意見的對立雙方都

會認為均衡的媒體報導是對己方帶有敵意的。Vallone等研究者 (1985)

將同一條關於1982年貝魯特大屠殺的客觀、均衡的電視報導播放給受

眾，結果親阿拉伯和親以色列兩個黨派的成員在看了相同的新聞片段

後都認為，該報導對己方帶有敵意的偏見；同時雙方都認為，原本中

立的觀眾在收看新聞後會轉向其反對者的立場。敵意媒體理論由此提

出，並在此後至今的30年間不斷受到檢驗、深化和擴展。遺憾的是，

亞洲學界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尚鳳毛麟角，華語學者也鮮有涉及。本文

謹以西方學界的研究為主，首先回顧敵意媒體理論的基本內容和影響

要素，然後探討該理論的形成機制，隨後綜述該理論在細化、縱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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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伸化三個方面的最新研究，並結合華語媒體現象和媒體研究加以

討論。

敵意媒體理論的內容和發展

敵意媒體效應在理論發展方面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一是敵意媒

體理論的提出、探索和確立，二是相對敵意媒體理論的衍生和拓展。

如前所述，敵意媒體理論是指觀點相左的社會大眾認為均衡的媒體報

導是對己方帶有偏見的心理認知現象。該理論所涉及到的三個核心要

素為受眾屬性（觀點相左的社會大眾），媒體報導（均衡媒體報導）和媒

介效果（雙方均認為媒體對己方帶有偏見）。必須要指出的是，「敵意媒

體效應」，或曰「敵意媒體認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並不是一種

直接的媒介效果，而是一種基於受眾認知的間接媒介效果，其研究對

象並非媒體內容， 而是人們對媒體內容的感知 (Gunther & Storey, 

2003)。常見的媒介效果理論，如議程設置理論 (Agenda Setting)、鋪墊

效果理論 (Priming Theory)、媒介勸服效果 (Media Persuasive Effect)等，

都是考察媒體的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對受眾的認知、情感、行為等方

面的直接影響。敵意媒體理論則是考察受眾對媒體的認知以及這一認

知的一系列效果。

同其他理論一樣，敵意媒體理論的早期發展也是以對理論的重複

檢驗為主，將同樣或類似的研究方法應用於不同對象和不同領域，以

釐定理論的適用性界限。該理論提出以來，Gunther、Christen、Schmitt

及Choi等眾多學者以調查和實驗研究方法為主，從不同角度重複了

Vallone等人 (1985)的結論 (Choi & Chang, 2007; Choi, Yang, & Chang, 

2009; Christen, Kanouvakun, & Gunther, 2002; Gunther, 1998; Gunther & 

Chia, 2001; Gunther & Christen, 1999; Schmitt, Gunther, & liebhart, 

2004)。早期研究通常都是針對某個有爭議性的問題，選取客觀均衡的

報導，對立場或觀點強烈衝突的人群進行觀點調查或實驗研究。研究

的材料多數為報紙新聞對某個事件的報導，在信源引用、事實引用和

觀點表述方面都保持均衡公平。研究對象則多數為對立雙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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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son和Dursun (2001)針對1994年薩拉熱窩集市爆炸事件的研究選

取了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作為實驗對象；Arpan 和Raney (2003)針對體

育報導的研究選取了兩個對手球隊所在大學的學生；Hoffner和Toohey 

(2007)關於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研究選取了共和黨和民主黨黨員

等。研究者請研究對象閱讀新聞並彙報看法。Hansen和Kim (2011)對

34項敵意媒體研究的綜合分析表明，敵意媒體效應確實是一個普遍存

在的、中等程度 (r=.296)的媒介效果，並且在包括政治事件、經濟衝

突、社會問題、宗教對立、體育競技等多個領域都得到了印證。

早期敵意媒體理論的兩個前提性假設是均衡媒體和偏激受眾。自

2000年代起，新的研究則更多的關注帶有立場的媒體和普通大眾。因

為日常生活中的媒體往往持有一定立場，很多電視節目甚至以鮮明、

獨特的立場  作為節目賣點。例如，Fox news在創立之初即堅定了親保

守黨的立場，並成為美國民眾人所共知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因

此，均衡媒體的假設似乎範圍太窄，不能推廣為普遍性的媒介理論。

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事件，如宗教衝突、對外戰爭、總統大選之外，

大多數事件，如某場體育賽事、某个組織衝突、某次罷工運動等，大

多數的民眾都是事件的旁觀者。他們或許持有一定的觀點但並不偏

激，擁有一定的立場但並不絕對。這類人群才構成了社會大眾的主

體。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於帶有立場的媒體和並不絕對對立大眾而

言，敵意媒體效果依然存在嗎？

相對敵意媒體理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Gunther、

Christen、liebhart和Chia (2001)認為，不論媒體內容中立與否，對立

雙方總會對媒體內容作出截然不同的感知，由此提出相對敵意媒體理

論，從而將敵意媒體效應的研究範圍擴大到所有立場的大眾媒體和爭

議不甚激烈的問題上來。Gunther和Chia (2001) 就是否支持使用靈長類

動物作為實驗品問題進行全國性調查。意見雙方閱讀同樣一條均衡報

導後，都認為媒體反對使用靈長類動物作為實驗品，但支持者認為媒

體的反對意見十分強烈，反對者則認為媒體僅是稍有反對。換言之，

雙方對同樣的報導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感知：支持方認為媒體持強烈反

對立場，對己方敵意強烈；反對者則認為媒體懷有輕微反對立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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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的敵意輕微。這意味着敵意媒體的感知從媒體偏向方向的分歧（敵

意媒體效應的雙方都認為媒體是不利於己方的）轉換到媒體偏向程度的

分歧（雙方都認為媒體偏向一方，但對這種偏向的感知程度有所不

同）。類似的結果同樣出現在Choi 和Chang (2007)一項針對是否廢除韓

國國家安全法案的調查研究中。該研究調查了意見雙方對媒體報導的

認知，結果支持方認為媒體敵意非常明顯，反對方則認為媒體對己方

立場輕微贊同或認為媒體立場基本中立。大量類似研究標誌着敵意媒

體理論從一個關於效果有無的理論轉化為一個關於效果程度的理論。

有鑑於此，Hwang等學者 (2008)提出，敵意媒體感知的實質並非媒體

內容在客觀上的偏見程度，而是人們主觀上所感受到的「媒體觀點與己

方觀點的偏差度」(Hwang, Pan, & Sun, 2008)。從敵意媒體理論到相對

敵意媒體理論的發展擴大了該理論應用範圍 (Gunther & Chia, 2001)，並

將媒體觀點和個人觀點這兩個單獨的要素統一為一個關係要素。

敵意媒體理論的影響要素

不論是敵意媒體理論還是相對敵意媒體理論，受眾涉入程度和媒體

報導偏向（或受眾先入為主的媒體報導偏見）都是重要的影響要素。前

者包括受眾對事件的涉入程度和涉入類型兩個方面，後者則可進一步分

為媒體立場、信息來源和媒體到達度 (the media reach) 等三個因素。

第一，受眾對事件和議題的涉入程度 (involvement)是敵意媒體感知

的首要影響因素。早期研究多數將受眾的派系屬性作為涉入程度的首

要衡量標準。對某一議題持有強烈立場的人，或曰，派系屬性強烈者

(partisan)往往認為新聞傾向於反對己方觀點而支持對方觀點 (Giner-

Sorolla & Chaiken 1994; Gunther & Schmitt, 2004; Perloff, 1989)。例

如，Giner-Sorolla和Chaiken (1994) 對於巴以衝突的新聞報導加以研

究，發現雙方黨派成員在觀看了相同的電視新聞報導後都認為該報導

對己方懷有偏見。這呼應了Vallone等人1985年的研究結果。派系屬性

意味着個人對自己群體身份的認同程度，包括但不限於黨派身份、宗

教身份、職業身份、組織身份、粉絲身份等。敵意媒體研究中的派系

屬性還用於指示在特定事件或議題上持相同觀點的一方，如對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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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問題 (Gunther & Schmitt 2004)、骨髓幹細胞研究 (Hwang, et. al., 

2008)、全球變暖問題 (Kim, 2011)等社會事件或公眾議題持同樣觀點的

人所組成的鬆散群體。通常個人的派系屬性越強，所感知到的媒體敵

意越明顯。

後期研究則將「涉入程度」進一步細分為價值相關性涉入 (value-

relevant involvement)和結果相關性涉入 (outcome-relevant involvement) 

(Choi, et. al., 2009)。價值相關性涉入，亦名自我涉入 (ego-involvement)，

是與個人的社會價值觀和個人價值觀密切相關的個人認同類型 (Johnson 

& Eagly, 1989)，也是個人用以決定和規約自己社會行為與社會反應的評

判標準和參考框架 (Sheriff & Cantril, 1947)。結果相關性涉入則是指某一

具體事件或議題的後果和影響對個人的直接聯繫 (Johnson & Egaly, 

1989)。它們多數僅有個人意義而非社會意義，暫時意義而非決定性的

長遠意義。很多研究支持了涉入類型在敵意媒體效果中的影響。Cho和

Boster (2005)發現兩類涉入都與敵意媒體感知密切相關，但前者的影響

力遠遠大於後者。Choi等人 (2009)則發現，僅有價值相關性涉入影響了

人們的敵意媒體感知。價值相關性涉入是敵意媒體認知最顯著的影響要

素。因為這類涉入關係到個人根本的價值認同和身份認同；價值相關性

程度越高，人們的敵意媒體感知越明顯，越傾向於使用反對、反抗等行

為應對；結果相關性涉入對敵意媒體感知僅有輕微影響。因為這類涉入

是由於某個具體問題引發的，通常伴隨着解決問題而非激化矛盾的動

機，因此往往促使人們更仔細的閱讀和處理內容信息，並傾向於使用協

商、對話、談判等方式對問題加以解決 (Choi, et. al., 2009)。

第二，受眾對媒體報導的先入之見 (prior belief)也是影響敵意媒體

效應的重要因素。這裏的「先入之見」是指人們對媒體內容之外的其他

媒體要素的認知，如媒體立場、信息來源和媒體到達度等。因為在現

實生活中，人們很少接觸純信息本身，而多以「打包」的形式接受和處

理包括信息內容、表達形式、傳遞渠道、解讀語境等全部信息要素的

綜合體。當研究者將同一條信息以不同的媒體來源、方式和途徑傳遞

給實驗者時，發現媒體的外在形式對敵意媒體效應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媒體立場的刻板印象直接影響着人們對媒體敵意程度的評

估。例如，Arpan和Raney (2003)讓大學生閱讀了一條關於其所在大學

敵意媒體理論：媒體偏見的主觀感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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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隊的新聞報導。不同的實驗對象被告知這則新聞來自當地媒體、

競爭對手所在城鎮的地方媒體，或中立城鎮媒體。研究發現，不同新

聞來源（所涵化的刻板立場）產生了不同的敵意媒體效應。來自競爭對

手所在城鎮的報導被認為是極度不利於己方的，其次為中立城鎮，當

地新聞的敵意則最少。這顯示了媒體既有立場所引發的先入之見在敵

意媒體感知方面的戲劇化作用。Arpan等 (2011)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在

一系列黨派衝突嚴重的政治問題上，ABC、CBS、nBC、Cnn等四家

新聞媒體在共和黨人眼中的敵意程度遠遠大於民主黨人；唯獨Fox 

news相反，令共和黨人所感受到的敵意小於民主黨人 (Arpan, Bae, 

Chen, & Greene, 2011)。可見，媒體立場的刻板印象充當了人們對媒體

內容判斷的快捷依據，使其簡單地根據媒體的先入立場做出提示式的

認知反應 (heuristic perception)。

其次，信息來源對敵意媒體效應的影響體現出截然不同的「內外有

別」現象。Reid (2012)將同一條新聞展示給兩組實驗對象，一組被告知

該新聞來自組織內部，一組則被告知其來自組織外部。正如敵意媒體

效應所預示，人們認為來自組織外部的新聞對己方十分偏頗，而來自

組織內部的信息則對己方十分褒揚。這種與敵意媒體效應截然相反的

媒體感知效應被稱為偏見同化效應 (bias assimilation)，即人們不加選擇

地接受那些對己方有利的信息，而忽略或淡化那些對自己不利的信息

(lord, Ross, & lepper, 1979)。此類研究表明，黨派屬性越強，外部信

息所引發的敵意媒體效應越高，內部信息所引發的偏見同化效應越

大，體現了媒體信源對個體認知的鋪墊效用。

最後，媒體到達度也是敵意媒體效果的影響因素 (Gunther & 

Schmitt, 2004; Gunther & liebhart, 2006)。媒體到達度假說 (Media 

Reach Hypothesis)認為，人們對媒體效果的感知與該媒體所能到達和

影響的受眾規模密切相關。媒體的到達度越高，人們認為媒體對己方

的敵意越強。Gunther和Schmitt (2004)請兩組實驗對象閱讀同一條新

聞，其中一組被告知該新聞來自於報紙，另一組則被告知該新聞是大

學生作文。結果報紙新聞所引發的敵意偏見遠遠大於學生論文。作者

認為，媒體語境影響了人們對媒體敵意的感知。在公共語境下，報紙

所可能到達和覆蓋的人群使得其影響力遠遠大於學生作文。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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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觀點的持有者會由於擔心報紙對中立人群和社會公眾的負面影響而

高估其敵意；相反，私人語境下的學生作文則僅限於小範圍傳播，其

負面效應既不足為慮，閱讀者就將精力集中於  內容而非先入為主的偏

見 (Gunther & liebhart, 2006)。Schmitt等人 (2004)在重複類似的實驗研

究時甚至發現，報紙引發了顯著的敵意媒體效果，大學生作文則導致

了偏見同化：觀點的對立雙方都傾向於在學生作文中尋找有利於自己

的信息，並且都認為學生作文是偏向自己的 (Schmitt, et. al., 2004)。

敵意媒體效應的形成機制和理論闡釋

敵意媒體效應的核心在於人們基於個人立場而對媒體產生的主觀

偏見，而非新聞內容本身是否確有偏見。這意味着敵意媒體效應的形

成機制在於受眾本身。自敵意媒體理論誕生以來，學者們設法對敵意

媒體效應的產生機制達成一個合理的、系統化的解釋。目前，信息處

理理論 (Theor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鋪墊效果理論和社會身份理

論 (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是得到廣泛認可的三種解釋理論。其

中，信息處理理論主要為敵意媒體效應中的受眾維度提供支持，鋪墊

效果理論則較好的解釋了媒體刻板印象在敵意媒體效應中的作用；社

會身份理論則為整個敵意媒體現象提供了一個相對宏觀的解釋框架。

信息處理理論的解釋對象是受眾對信息內容的處理。早期的敵意

媒體效果研究多數讓實驗對象閱讀同一條信息並測試其感知偏見，並

不涉及媒介的外在形式。通過這類調查和實驗，學者們將信息處理理

論中的若干機制引入到敵意媒體效應的解釋中。首先，有學者認為，

敵意媒體效應可以從選擇性記憶 (selective recall)的角度加以解釋。當

面臨相同信息時，黨派成員傾向於選擇性記憶那些報導己方負面消息

的新聞， 而選擇性忽視那些反映對手負面消息的新聞 (Arinyato, 

Hornsey, & Gallouis, 2007)。換言之，黨派成員傾向於記住對他們具有

敵意性內容。這一假說在理論上符合信息記憶理論的框架。例如心理

生理學理論研究者認為，對威脅生存的負面信息的關注和記憶是人類

生存的本能。研究表明，負面的、厭惡的、緊張的信息所喚起的注意

程度、皮膚導電性和肌肉活動程度都遠遠高於正面的、愉悅的、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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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lang, 1990; lang, newhagen, & Reeves, 1996)。負面記憶偏見

理論 (Theory of negative Memory Bias)進一步表明，懷有負面情緒的人

對負面信息的回憶和記憶能力遠遠高於懷有正面情緒的人對負面信息

的回憶和記憶能力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 Ramel, Goldin, 

Eyler, Brown, Gotlib, & McQuaid, 2007)，這同樣表明了信息屬性與個人

屬性對記憶的影響。然而，迄今為止，在敵意媒體效應的相關研究

中，還沒有證據表明該效應是由選擇性記憶機制引起的 (Giner-Sorolla 

& Chaiken, 1994; Schmitt, et. al., 2004)。這可能涉及測試方法、實驗材

料、測試語境和測試敏感度。例如，多數研究的實驗材料只是短短的

一段文字或電視節目，所涵蓋的有限信息量並不足以引起回憶準確度

方面的差別 (Schmitt, et. al., 2004)，如果加大信息輸入量，實驗對象便

可能由於記憶負載量過重而選擇性的記住那些負面性信息。再如，目

前為止的實驗都允許實驗對象自由回憶，他們因此可能只列舉那些確

有把握的信息，而對那些模稜兩可的信息加以忽略。這在客觀上同樣

會得出較高的回憶精確度，但那些模稜兩可的信息卻可能正是黨派屬

性所引發的記憶盲點所在。後續實驗應當在實驗材料、實驗方法、實

驗對象等多個方面加以控制，方能準確匯報選擇性回憶機制在敵意媒

體效應中的作用。

與選擇性記憶密切相關的是選擇性歸類 (selective categorization)，

即人們能夠準確記憶信息的內容，卻根據自己的立場給予不同的闡釋

和歸類。依據Turner等人 (1987)的社會身份理論，人們常將自我歸類

於不同的群體，並對他人或者外部信息迅速做出內外有別的歸類，進

而以自我為基準加以對比 (Turner, 1999; Turner, Hogg, Oak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這種社會心理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模式化的選擇性歸類

所導致的敵意媒體效應。在一項關於是否支持推廣轉基因食物的研究

中，Schmitt等 (2004)學者向支持者和反對者展示了同一段文字，請他

們回憶出印象最深的五項內容，並對這些內容的性質（對自己有利與不

利）加以歸類。結果表明，對立雙方成員在回憶信息的數量和準確性方

面並無差別，但黨派色彩較濃的成員卻將相當大比例的信息歸結為對

另一方有利。這一結果在Gunther和liebhart (2006)、Reid (2012)等學

者的研究中得到了重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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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信息處理機制涉及判斷的不同標準 (different standard of 

judgment)。該機制認為，對立雙方或許對報導的重要性及報導基調並

無異議，但對報導重點及報導內容的合適性卻極為分歧 (Schmitt, et. al., 

2004)。一般來說，人們對自己團體的價值觀及行為持有天然的偏好。

當黨派色彩較濃的受眾面對平衡、客觀的報導時，他們或者認為反對

派的觀點是無效的、不值得考慮的，或者認為媒體沒有全面、準確地

報導他們的真知灼見，因而同樣感到被偏見對待 (Arinyato, et. al., 

2007)。與這種解釋一致，Giner-Sorolla和Chaiken (1994)的研究表明受

眾對兩個中東國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認同感或歸屬感會直接影響

其媒體偏見感知。國家認同感或歸屬感越高，就越有可能認為媒體存

有偏見。Schmitt 等人於2004年所做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發

現，不論消息內容是以新聞文章還是學生作文的形式出現，人們對報

導準確性的感知受到他們黨派歸屬程度的強烈影響。黨派色彩越濃的

人，越有可能質疑報導的準確性。

第二種解釋理論─鋪墊效果理論─主要用於解釋媒體的刻板

印象在敵意媒體效應中的作用。該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的處理並不

總是深入的和全面的。相反，大多數時候，人們根據最常用的信息

(information frequency)和／或最近處理的信息 (information recency)作為

新信息的處理依據。這是因為信息通常以節點的形式被儲存於記憶

中，並與其他的節點相連。當一個節點被激發時，與它相連的節點和

節點信息便會優先進入腦海。當新的信息輸入時，最常用的信息以其

顯著性 (salience)、最近處理的信息以其接近性 (accessibility)構成最活

躍的節點，往往會被首先觸發，使得它們及其相關信息成為人們解讀

新信息時的優先參考框架 (Anderson, 1983)。

具體到敵意媒體效果而言，媒體的刻板印象由於其顯著性成為人

們在閱讀信息時先於信息內容而激發的節點，從而優先成為後續信息

解讀的認知依據，由此「鋪墊」了人們對後續媒體信息的判斷 (Weisbach, 

2005)。例如，Fox news是美國公眾認知中典型的保守主義電視媒體。

當受眾收看一條來自Fox news的新聞時，新聞來源先於新聞內容進入

受眾的信息處理系統。此時，此前積累的媒體刻板印象被激發，將信

息與「保守派立場」、「反民主黨」等其他信息節點相連，並喚起人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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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連的知識背景，使人們對媒體立場的敵意感知主導人們對信息本

身的敵意感知。人們根據這些預先形成的模塊對信息進行簡單化的處

理，而非針對信息的內容進行全面綜合的判斷 (Giner-Sorolla & Chaiken, 

1994; Schmitt, et. al., 2004)。

Ariyanto等人 (2007)一項針對菲律賓的基督教徒的研究發現，即使

人們此前從來沒有閱讀過某一基督教報紙 (Republika)或穆斯林報紙

(Sara Pembaruan)，身份認同強烈的基督教徒依舊認為穆斯林報紙對己

方懷有更大的敵意。這充分說明媒體立場影響了人們的先入之見。進

一步的分析發現，媒體內容確實影響了人們的敵意媒體感知；但是，

當加進先入之見這個變量時，二者之間的聯繫便不再具有統計學顯著

性。這說明先入之見解釋了人們對媒體敵意感知的大部分變量，內容

本身則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正如Giner-Sorolla 和Chaiken (1994)所說，

相信媒體青睞另一方的黨派成員會始終假設報導內容存在偏見。

目前尚未有研究着眼於信息臨近性 (information recency)對敵意媒

體效果的影響。如果鋪墊效果理論是一個具有預見力的理論框架的

話，後續研究應當着眼於探索短期和長期媒體鋪墊效果對敵意媒體認

知的影響。

最後，社會身份理論從宏觀層面上解釋了敵意媒體效應產生的深

層機制。 Reid (2012)認為，儘管信息處理理論和鋪墊理論解釋了人們

對信息和信息形式之偏見的形成過程，但卻未對偏見產生的源頭加以

解釋。為甚麼黨派成員對信息的選擇性記憶、歸類和評估總是指向不

利於己方的方向而非相反？為甚麼媒體刻板印象的影響程度隨着媒體

立場、信源和到達度的不同而各異？Reid (2012)由此援引自我分類理

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指出，人們基於社會身份的自我歸類是媒

體偏見感知之源頭。

自我分類理論是社會身份理論在自我概念的構成和功能方面的延

伸 (Tajfel & Tuner, 1979)。該理論的前提假設認為，「自我」是一個半獨

立的概念，必須依賴於其他要素而存在。自我身份中極其重要的組成

部分就是社會身份，如性別、年齡、黨派屬性等等。按照Matheson和

Durson (2001)的說法，心理上的自我優越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人們自

然傾向於積極保護自我和自我所處的群體的特殊性與優越性。公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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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報導被認為是有偏見的，乃是因為該報導沒有迎合群體成員的

上述需求，即將其群體視為積極的和有別於其他群體的 (Ariyanto, et. 

al., 2007; Vallone, et. al., 1985)。這是普遍敵意媒體效應的根源：人們對

自我群體所懷抱的主觀期待本身就是與事實不符的，因此，任何均衡

報導都被認為是不利於己的 (Reid，2012)。

人們的認知結構與其所在群體的認知結構和評判標準密切相關。

Turner等學者認為，人通過與其所在群體的認知結構保持一致來達成社

會身份的實現和社會認知的完成 (Tuner, et. al.,1987)。這種「我者」和「他

者」的界別是人們認知分類系統最基本、最本質的分類方式。在此種分

類中，人們依靠相似的群體屬  性來確認「我者」，依靠相異的群體屬性

來界別「他者」。人們依靠所在群體的認知方式對事物賦予意義。反過

來，人們對社會和事物認知的過程也是一個最大限度地嘗試將信息與

已經建立的（基於群體標準的）認知結構同化的過程。當最低限度的相

似性都無法建立時，人們便傾向於將該信息置於相反的結構 (Reid, 

2012)，即最大限度敵意化。

在這一框架下，人們的黨派屬性越強，對組織身份的認知程度也

越高，使用該組織的認知模型來對事件加以闡釋的範圍就越寬。Sherif

等人 (1965)認為，人們對人物、事件或任何其他信息的態度都包含了

三 個 連 續 的 範 圍，由 內 而 外 分 別 構 成 一 個 接 受 半 徑 (latitude of 

acceptance)，一個無關半徑 (latitude of nonecommitment)和一個拒斥半

徑 (latitude of rejection)。信息在態度半徑中的所處位置決定了其可能被

處理和認知的方式。人們對某件事物或事件的涉入程度越高，拒斥半

徑便越大，由此，一些在中立人看來無足輕重的信息便很容易進入立

場偏激者的拒斥半徑 (Sherif, Sherif, & nebergall, 1965)。具體到敵意媒

體效果而言，就是黨派屬性越明顯，信息被拒斥的可能性越高，被負

面解讀和負面認知的敵意程度就越強。這就為黨派屬性與敵意媒體感

知之間的關係提供了解釋，也為信息處理方式和媒體先入之見與媒體

敵意效應之間的聯繫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框架。

然而，自我身份是歸屬於各種各樣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群體的，

如性別、年齡、種族、宗教、職業、地域等等。不同的群體屬性在「自

我」概念中的比重並不相同。有的群體屬性是較根本性的屬性，譬如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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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宗教、民族身份，有的則是暫時性的，可更改的屬性，譬如地

域、職業、粉絲，對某一問題的支持／反對。與前者相關的問題往往與

價值相關性涉入相關，是高度敏感的、不可妥協的、不可退讓的。如

前所述，這類涉入通常伴隨着較高的敵意媒體效應，並往往通過捍衛

己方、反抗對方等行為方式加以表達；與後者相關的問題則對應着結

果相關性涉入，是暫時的、可妥協的，乃至可更變的。因此，人們可

以通過協商等途徑來妥協並解決問題，並不擔心這種讓步會動搖其自

我認知。

敵意媒體研究的新進展：細化、縱深化和延伸化

在敵意媒體理論誕生至今的30年間，研究者圍繞這一理論進行了

諸多探索，大致可以概括為理論的細化、縱深化和延伸化三個方面。

細化是指在早期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對已有的構成因素和變量加以細

化分解和深入探討，進一步明確變量之間的關係；縱深化是指向敵意

媒體效應的上游和下游探索，尋找該效應的解釋機制及其後續的認

知、情感和行為效果；延伸化則是指對該效應在不同語境下的適用性

檢驗，拓展其應用範圍和應用領域。

敵意媒體理論的細化已經在前文分別涉及。首先是敵意媒體理論

向相對敵意媒體理論的發展，由此將該效應的兩個前提假設──均衡

媒體和偏激大眾，擴展到更廣闊和複雜的層面：涉入程度不同的受眾

（高涉入度和低涉入度）對立場各異的媒體報導（支持、中立、反對）的

認知。多數研究成果顯示，不論受眾的涉入程度高低，媒體立場支持

與否，相對敵意媒體效應都是普遍存在的，所區別的僅為效果大小而

已。其次是對敵意媒體效應兩大影響因素──受眾涉入程度和媒體刻

板印象的拓展。前者包括對受眾涉入類型（價值相關性涉入和結果相關

性涉入）和涉入程度的細化；後者則將媒體立場從單純的支持──反對

立場拓展到對信息來源（內部來源vs外部來源）、媒體到達度（報紙與大

學生作文）等方面的研究，並由此與其他假說或理論，如媒體到達假

說、偏見同化理論等聯繫起來。

敵意媒體理論的縱深化包括對其上游的追溯和下游的探尋兩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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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者主要是指其形成機制和深層理論的探索。信息處理理論、鋪

墊效果理論和社會身份理論是目前得到廣泛認可的解釋機制。下游則

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該與效應相連的其他認知效應；二是其可能

導致的情緒反應，三是該效應可能引發的行為後果。首先來談談敵意

媒體效應的相關認知效應。如前所述，敵意媒體理論是一個受眾認知

理論而非媒體效果理論。該理論關注的不是媒體如何影響受眾，而是

受眾認為媒體如何影響自身。這包含了以受眾為中心探索媒體效應的

研究轉型。與此密切相連的兩個類似的理論分別為第三人效果理論

(Third Person Effect)和沉默的螺旋理論 (Spiral of Silence)。前者的理論

假設為，人們傾向於認為大眾媒體對他者或他者群體成員的負面影響

大於對自己  或自己所在群體成員的負面影響。該理論關注的是受眾所

認為的媒體效果對他人的影響。後一理論認為，人們基於自己對公共

輿論的感知而發表意見；少數派會傾向於保留自己的意見，從而避免

由於單獨持有某些態度和信念而產生的孤立；但觀點的強烈支持者可

能採取相反的路徑進行更為激烈的觀點表達。該理論關注的是受眾所

認為的公共輿論導向對自己言語和行動的影響。這兩個理論均與敵意

媒體理論的下游延伸密切相關。

敵意媒體理論的第一類下游效應是受眾所認為的媒體敵意對他者

感知之影響，這其中的三重變量是：(1)受眾所感知到的，(2)媒體敵

意，(3)對他者的影響。Gunther、Christen、Schmitt等許多學者的研究

都表明，人們普遍認為敵意媒體效應將對他者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Choi & Chang, 2007; Choi, Yang, & Chang, 2009; Christen, Kanouvakun, 

& Gunther, 2002; Gunther,1998; Gunther & Chia, 2001; Gunther & 

Christen, 1999; Schmitt, Gunther, & liebhart, 2004)。這一結論與第三人

效果理論頗有類似之處。不同的是，第三人效果理論的影響力源頭直

接來自媒體，是人們所認為的媒體效果直接加諸於他者的影響；敵意

媒體理論所探討的影響力源頭則來自受眾感知，是受眾自我感知的媒

體敵意效果加諸於他者的影響媒體。

當這一「他者」擴展到社會公眾時，研究問題就轉化為：(1)受眾所

感知到的，(2)媒體敵意，(3)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公共輿論並非個體觀

點的累加；同理，受眾所感知到的公眾輿論也並非其所感受到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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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疊加，後者便是敵意媒體效應之公共輿論影響研究的目的

(Christen, et. al. ,2002; Gunther & Chia, 2001)。這是目前該領域目前最

為盛行的課題之一，因為它既具有現實價值，又涉及多種互相衝突的

理論假設，主要包括媒體勸服推定 (Persuasive Press Inference)和自我投

射理論 (Self-projection Theory )兩個截然相反的假說。前者認為，人們

通常認定大眾媒體對社會輿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傾向於認為公共輿

論與媒體導向相一致 (Gunther, 1998; Gunther & Christen, 1999)；後者則

認為人們基於自我中心偏見 (egocentric bias)之驅動，傾向於將個人觀

點投射為他者觀點之標杆，認為自己所持的觀點是最正常的、普遍

的、標準的，是公共輿論應有的主流觀點 (Fields & Schumann, 1976; 

Ross, Green, & House, 1977)。當這兩個理論集中於敵意媒體效應的語

境中時，矛盾凸顯出來：人們一方面認為媒體是對己方懷有敵意的。

按照媒體勸服推定，這種敵意將會影響公眾，使公共輿論不利於己

(Vallone, et. al., 1985; Perloff, 1989)；另一方面，按照自我投射理論，

公共輿論應當與自己的觀點相一致，不受媒體導向的左右 (Gunther & 

Chia, 2001)。

大量調查和實驗針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發現兩個理論都得到了

支持，但兩相抵銷之後，究竟是哪個效果略佔上風還要依語境而異。

Christen 等人 (2002)在關於1997年Teamsters Union（卡車司機聯盟）針

對UPS（聯合包裹服務公司）罷工的研究中，將同樣的一篇均衡報導呈

現於Teamsters Union和UPS各自的代表，以及與此毫無相關的大學生

志願者。結果表明，立場相反的雙方成員都認為媒體是不利於自己

的，卻又同時認為公共輿論是與己方觀點一致的。立場相對中立的大

學生則呈現出偏見同化效應，認為媒體支持了自己的觀點，但同時認

為公共輿論與媒體立場相一致 (Christen, et. al., 2002)。這一研究表明，

在公共輿論感知問題上，人們，尤其是黨派成員的自我投射效應相對

於媒體勸服推定效果而言所具有的壓倒性優勢。作者援引Marks和

Miller (1987)關於投射效應的研究指出，人們需要投射出一個強大的輿

論支持以增強對自己所持觀點的信心。這一動機驅使雙方都過分估計

了己方觀點與公共輿論之一致性，以抵銷其所感知的媒體敵意對公共

輿論可能造成的相反影響。 Huge和Glynn (2010)針對2006年俄亥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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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選舉的調查，也支持了自我投射效應相對於媒體敵意效應在公共

輿論感知問題上的優勢地位。

然而，另外的研究顯示了相反的效果。Gunther和Chia (2001)在關

於是否應當使用靈長類動物作為實驗品的全國性調查中發現，雖然媒

體勸服推定和個人觀點投射都影響着人們對於公眾輿論的感知，但前

者的優勢抵銷了後者的作用，呈現出對輿論的引導效果。作者認為，

這種建立在媒體敵意效應感知基礎上的公共輿論推定，在一定程度上

推動了少數觀點持有者在輿論環境中的沉默螺旋。Gunther和Christen 

(2002)的後續研究也支持了類似的結論。這一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

了媒體到達度對敵意媒體效應的影響：當內容載體是新聞報紙時，其

潛在的覆蓋範圍將更有可能左右公共輿論。這種基於後果的考量放大

了人們對其敵意效應的感知；當內容載體是大學生作文時，其影響力

一般是無足輕重的，因而人們才能對其內容以非形式、渠道、影響力

等附加要素加以評判。

敵意媒體感知的第二類下游效應研究是情緒反應研究。人們對外

部信息的反應不僅包括對信息內容和含義的認知解讀，同時也伴隨着

對信息的情感反應。認知和情感都是態度的先行要素，但由於情感的

不穩定性，其持續時間、程度、強度等都相對難以準確測量。因而，

情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非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所青睞的對象。敵意

媒體效應的情緒後果目前為止也僅由少數學者推動，但其影響確是顯

而易見的。Hwang、Pan和Sun (2008)發現，人們對媒體偏見的感知程

度越高，對媒體的不滿情緒 (media indignation)越強烈，就越會得出公

眾輿論不利於己的感知，進而越有可能使用諸如公開發表己方言論、

積極尋找第三方支持、參與公共論壇等行為加以糾正和對抗。Arpan和

nabi (2011)發現，對於高度偏見的媒體報導而言，人們所感知到的媒

體偏見越高，所引發的憤怒情緒 (anger)越強。媒體偏見一般情況下會

促使人們採取迴避措施，通過選擇其他有利於自己的媒體來進行信息

搜尋和身份確認。然而，一旦媒體偏見與憤怒情緒相連，反而會驅使

人們採取相反的策略，繼續尋找那些不利於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對

於中性的媒體報導而言，即使與一定程度的憤怒相伴，人們依舊會採

用常規性的迴避措施。這類研究初步揭示了敵意媒體的情緒後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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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在媒體敵意感知和後續行為反應之間的複雜的中介作用。隨着對

情感這一要素重要性的日漸認知和測量手段的日益進步，敵意媒體效

應中情感要素的影響與後果研究當是一個極待推進的領域。

人們基於敵意媒體感知而對公共輿論作出的判斷，直接導致了一

系列行為後果，這就是敵意媒體理論的第三類下游效應研究。多數研

究結果表明，當對立雙方勢均力敵時，人們往往會通過積極的反抗來

抵銷媒體敵意對公眾的負面影響。Choi等人 (2007, 2009, 2011)針對廢

除韓國國家安全法案的研究表明，雙方都認為媒體是不利於己的，也

認為這種不利報導將影響公共輿論，因此認為應當以加強游說力度、

攻擊對手言論、改換宣傳策略等方式積極抗衡。這一系列研究同時發

現，人們對媒體敵意的感知越高，對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的信任度

越低，越傾向於尋找其他的替代性媒體進行宣傳。然而，當對立雙方

力量相差懸殊時，強勢方往往只感受到微弱的媒體敵意，或者認為媒

體對己方沒有敵意 (Ariyanto, et. al., 2007)；弱勢方則會將既有的媒體偏

見在感知中重重放大，並通過消極反抗的方式來鞏固自我群體的身份

認同，抵銷媒體對組織成員的負面影響。Ariyanto等人 (2007)針對菲律

賓基督教徒的研究發現，處於弱勢地位的基督教徒對雙方宗教衝突問

題的新聞報導顯示出強烈的媒體敵意感知，而佔優勢地位的穆斯林教

徒則沒有感知到明顯的媒體敵意。Tsfati (2007)針對以色列國的阿拉伯

人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當所在群體的弱勢地位是既成事實時，個

人和組織成員所感知到的媒體敵意越高，越認為主流人群（以色列人）

對他們的印象越負面，由此直接導致少數群體的疏離感 (minority group 

alienation)。作者所着重指出的是，就這一研究而言，既非人們認為的

媒體敵意，亦非人們所感知到的他者敵意，而是人們所認為的媒體敵

意對他者的影響決定了個人或己方群體的感知和行動。這實質上也是

敵意媒體效果在縱深方向探索的核心思想。

敵意媒體效應的橫向延伸也在過去的30年間得到學者們的大力推

動。目前，政治研究是敵意媒體效應最盛行的領域，尤其是總統大選

(Atkinson, 2007; Oh, Park, & Wanta, 2011)和政治事件，如戰爭 (Choi, 

et.al., 2006)、中東局勢和衝突事件（如Matheson & Dursun, 2001; Tsfati, 

2007）等等。這類事件往往具備典型的敵意媒體理論的必要因素：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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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的雙方，極具衝突的事件和在總體層面上立場均衡的媒體

(Atkinson, 2007; Hoffner & Toohey, 2007; Hwang, et. al. , 2008)。以普通

社會事件為內容的研究則是發展最快的研究領域，譬如是否應當使用靈

長類動物作為實驗品 (Gunther & Chia, 2001)，是否應當使用轉基因食品

(Gunther & Schmitt 2004)，是否應當將墮胎合法化 (Kim & Pasadeos, 

2007)，是否應當支持骨髓幹細胞研究 (Hwang, et. al., 2008)、全球變暖

問題究竟是自然成因還是人為成因 (Kim, 2011)等等。這類事件多為相

對敵意媒體理論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往往涉及觀點對立的雙方和大

量可待爭取的中立人。弱勢群體研究則是一個新近的研究領域，多數

針對種族（美國黑人研究）和宗教（以色列國的阿拉伯居民、菲律賓的基

督教徒、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等既成的現實問題。它涉及

力量懸殊的雙方、長期累積的刻板印象和多數情況下非均衡性的媒

體，也因而涉及到更多的變量和變量間關係。

敵意媒體效應還在向跨媒體方面擴展。早期的敵意媒體研究主要

採取書面文字的形式，冠以新聞報紙的名義對受眾的敵意媒體感知加

以調查。新近的研究則擴展到電視 (Arpan, et. al., 2011; Hoffner, 2007)

和互聯網媒體 (Atkinson, 2007; Choi, Watt, & lynch, 2006)，並都在較大

程度上支持了該效應在多種媒體樣式中的應用。Coe等人 (2008)進一步

研究了不同題材的電視節目，發現人們普遍認為晚間娛樂性脫口秀節

目比一般的嚴肅新聞更具敵意。儘管嚴肅新聞在先前的敵意媒體研究

中一直被認為滿懷偏見，但跨題材電視節目的對比顯示，人們對硬新

聞客觀公正的期待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媒體偏見的感知；但對娛樂類

節目的先入之見則放大對媒體的敵意：人們往往認為娛樂類新聞節目

是不受硬新聞之客觀、公平、均衡等規則制約的，而且多數以鮮明的

立場  和刻薄的諷刺作為節目的噱頭，所以敵意更甚。幽默並沒有化解

對抗，反而因為諷刺而令觀者對媒體敵意的感知增強。這一結果在

Arpan等人 (2011)的類似研究中同樣得到了支持。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不僅拓展了媒體類型，更激發了大量研究者重

新檢視傳統理論在新媒體中的應用和發展。敵意媒體效應研究同樣面

臨該效應在新媒體的適用性和跨媒體間的比較性問題。更重要的是，

新媒體重新定義了「媒體」的傳受雙方。傳統敵意媒體研究假設  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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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機構的媒體立場、渠道、源頭和到達度等對公眾認知的影響，但

新媒體卻使得上述要素更為複雜。由此，該研究面對的新的研究問題

包括：不同類型的媒體對敵意媒體效應的影響有何不同？互聯網上駁

雜的立場、信源、到達度等對敵意媒體感知的影響如何？與傳統媒體

相比，其敵意效應的感知方式有無變化？新媒體是  否一定程度上衝擊

了媒體到達假說對敵意媒體效應的感知？用戶對傳統媒體敵意的感知

將驅動何種程度和何種類型的新媒體使用，如搜尋信息、創建博客、

發布言論等？這一系列新  問題將是敵意媒體研究在橫向延伸方向極待

開掘的問題。

最後，儘管敵意媒體理論源起並壯大於西方學界，東方學者主導

的或者以東方文化為背景的研究近年來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相比於個

人主義盛行的西方文化而言，集體主義為主導的東方文化一向被認為

更加強調組織身份和組織認同。基於這類假設，敵意媒體效果被認為

在東方文化中也應當具有顯著性。一些學者，如Ariyanto等人 (2007) 

對於菲律賓的基督教徒的研究，Choi等 (2007, 2009)學者針對是否廢除

韓國國家安全法的研究等，都為該理論的跨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此

外，敵意媒體效應在其他國家的落地研究也在緩慢進展中，如Tsfati 

(2007)針對以色列國的阿拉伯居民的研究，Matheson和Dursun (2001)

以波斯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的研究等等，都為該理論在不

同文化內部乃至文化之間的應用性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目前為止，華語傳播學界對敵意媒體效應的關注不多，尚有很多

潛在領域供該理論之研究與應用。例如，2008年中國內地反Cnn現

象，以及中國內地民眾普遍認為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印象等，一方

面不乏西方媒體的客觀性偏見，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敵意媒體效應所

構成的主觀感知偏見。西方學界大量的媒體偏見研究顯示，西方媒體

多以報導負面新聞為主，關注美國政府、機構、公眾人物的負面消

息。其對總統和政府尚無客氣可言，對他國事務也秉承此立場而批評

頗多。因而，國人看來西方媒體對某一事件的集體妖魔化難免在一定

程度上是敵意媒體感知的結果。有志於此的研究者可利用類似事件為

契機，充分考慮本文在該理論之細化、縱深化和延伸化等方面的綜

述，有針對性的加以考量研究。同理，兩岸各地對彼此媒體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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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2年中發生的大陸遊客在香港地鐵進食事件，香港回歸十五周

年七一大遊行事件等，都可以從涉入程度、身份認同、媒體既有立場

等角度加以考察，以期學界研究能為現實事件的解讀和社會大眾的感

知提供學理框架和學術闡釋。

結論

本文詳細回顧了敵意媒體效應的產生和發展。從敵意媒體效應到

相對敵意媒體效應研究和演進的30年間，其理論假設從均衡媒體和偏

激大眾拓展到非均衡報導和一般公眾。人們對爭議性事件的涉入度（涉

入程度和涉入類型）以及人們對媒體的先入之見（媒體立場、信源、到

達度）是敵意媒體效應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前者主要是由於人們特定的

信息處理機制（選擇性記憶，選擇性分類，判斷的不同標準）使然，後

者則由於媒體刻板印象所導致的鋪墊效應。其深層原因要歸結於社會

身份理論。它為人們的自我認知、群體認同以及建立在群體認同基調

之上的信息認知提供了依據。當人們對媒體敵意推己及人，往往認為

他者將成為媒體敵意的影響對象，以至整個公共輿論都會朝着不利己

的方向發展。為此，勢均力敵者將奮起反抗，力量懸殊者將向內聚

合。敵意媒體效應之普遍在於它既是多領域的，也是跨媒體和跨文化

的。目前，敵意媒體效應研究在西方學界已漸成體系，華語學界至今

尚鮮有學者予以系統探索。本文綜述敵意媒體理論30年研究之現狀，

僅為敵意媒體理論的研究提供綜合性的框架，以利於後續研究有據可

依，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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